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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语言符号的意义（meaning）是语言学、哲

学以及符号学关注的一个话题。尽管什么是意

义是 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从奥格登和

理 查 兹 1923 年出版《意义 之 意义》（Ogden & 
Richards，1923）以来，不同领域的学者还是对

语言符号的意义进行了多视角研究。在语言学

领域，利奇把意义分成七种类型的研究（Leech， 
1981：9-19）以及韩礼德关于意义潜势的研究

（Halliday，1984），都对意义研究有很大影响。

在哲学领域，奥斯汀（Austin，1962）和塞尔（Searle，
1979）关于言外之意的研究，格莱斯关于会话含

意的研究（Grice，1975／1988），引领了哲学研

究的语言学转向。在符号学领域，我国学者王铭

玉教授（王铭玉等，2013）提出的意义层级理论，

对认识意义的生成机制有很重要的启发（Tian，
2015）。

不考虑这些研究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单

就它们对于意义生成和解读的认识程度而言，

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

元、由视意义为语言的附属品到认为意义在交际

中产生这样一个研究进展过程。例如，利奇将

意义视为一个可供研究的客体（object），并将意

义分成七类，分别为理性意义、内含意义、社会

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

义（Leech，1981：9-19）。利奇对意义的研究不

考虑语言符号使用的语境，也未考虑这七种意

义是如何生成的问题，因而可以说是一种简单

的、视意义为语言附属品的单一性研究。与利

奇的语义学不同，语用学则将语境和意义的生成

过程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奥斯汀和塞尔的“言

语行为理论”和格莱斯“会话含意”学说对于

意义生成和理解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奥斯汀将

说话表意理解为做事，格莱斯更是认为意义（含

意）产生于会话中双方的交际过程之中。这些被

列文森（Levinson，1983）纳入语用学研究内容

的学说将意义视为交际过程的产物，不仅超越了

将意义视为孤立客体的局限，而且将语言符号的

使用（会话）所依赖的语境作为意义生成和解读

的重要因素，开创了研究意义生成与解读的新

路径。

其实，语义学和语用学都可以在莫里斯开

创的符号学里找到痕迹。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莫里斯（Morris，1937）就指出符号学有三个分

支 ：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句法学研究符

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其所指

对象或内容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其

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王铭玉等，2013 ： 58）。到

了20 世纪 70 年代，韩礼德（Halliday，1978）提

出社会符号的意义问题，从生成意义的交际语

境（包括社会人交际的意图）出发，“由外向内”

（Hailliday，1978 ：4）研究语言结构与意义生成

的关系，提出“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Hailliday，
1985，1994）。韩礼德不愿像索绪尔那样将语言

当作“客体”来研究，而是要把 “语言交际”作

为研究的重点，把意义生成的“过程（process）”
作为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说出新的句子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交换意义，而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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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交换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

言只是一个象征性资源”（Halliday，1978 ：4）。
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韩礼德

并没有将这种从语境出发研究意义在交际过程

中生成的努力坚持到底，最终却落脚到对语言

结构的详细描写之中，归纳出一些可供选择的语

法规则，并在研究这些选择项被选择来表达意

义（功能）的同时建立起以人际功能、概念功能

和语篇功能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功能语法（田海龙、

张迈曾，2007）。
尽管韩礼德对意义的研究背离了其考察意

义交际过程的初衷，但是，在语言学领域也有一

些研究（如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

含意”学说）将意义的生成与解读置于交际过

程中进行考察。这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

社会符号学关于意义生成和解读的认识异曲同

工，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例如，

语用学中的意义生成虽然与语言使用者有关，但

是，这种关联预示了意义在使用中可以自然而然

的产生，即使“他是个好厨师”这句话在一个谈

论教师的会话中被理解为说话者对所谈教师授

课效果的不认可，这种特殊意义的产生也被认为

是由于违反了“相关准则（maxim of relevance）”
而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与此不同，社会符号

学将语言符号的使用者选择使用语言符号的动机

（motive）和理解符号意义的兴趣（interest）视

为意义生成和解读的重要因素，并以语言符号

使用者的动机和兴趣为出发点研究意义的生成

与理解（Hodge & Kress，1988）。从动机的角度

考察意义的生成，可以观察语言使用者主动赋

予符号以意义，从兴趣的角度考察意义的解读，

可以观察语言使用者解读意义的不确定性。社

会符号学考察语言符号意义生成和解读时引入

的“动机”和“兴趣”两个因素，为认识意义生

成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下面以这两个视角为

基点，讨论语言符号被赋予意义和被动态解读

的情况。

二、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三个事件

符号被赋予新的意义和被解读出不同的意

义，需要有“社会人”（Halliday，1978）参与其中，

因此就需要以社会事件为考察对象。这里我们

列出三个事件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一个是

交通信号灯被赋予意义的例子，另一个是词语

被赋予意义的例子，第三个是对《查理周刊》刊

登的讽刺漫画作出的不同解读。

1  黄色信号灯被赋予的新意

最早的交通信号灯只有红绿两个颜色，绿色

表示通行，红色表示停止。到了上世纪 20 年代，

在美国的底特律市交通信号灯增加了黄色，表示

警示，以引起交通参与者在红绿两色信号灯变换

时加以注意。在我国， 2011 年 4 月 22 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26 条规

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

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

示。根据这个法律，黄灯的法律含义是“警示”，

表示“警告”、“警醒”和“提示”的意思① 。然而，

2012 年 9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23 号公布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明确规定，闯黄灯将视作闯红灯，记 6 分，

还要被处 2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②。在这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里，黄灯已不再表示“警示”的

意义，而是和红灯一样表示“不可通行”的意义。

显而易见，这个规定赋予了黄灯这个符号新的意

义。

2 “任性”一词被赋予的新意

“任性”一词在汉语中的应用历史悠久。

例如，《东观汉记·马融传》中“涿郡卢植、北

海郑元，皆其徒也，善鼓瑟，好吹笛，达生任性，

不拘儒者之节。”就有用到“任性”这个词，表

示“率真随性，不做作”，是对人的真我本性而

言的。《后 汉书·杨 终 传》也 有用 到“任 性”

一词，如 ：“终与廖（马廖）交善，以书戒之曰：

‘……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无长君退让之

风，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纵而莫诲，视成任性。” 
意指恣意放纵，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达到自己

某种不正当的目标。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

史》第三编第一章第三节也使用了“任性”这个词，

说“他（指隋炀帝）是一个极骄极贪的人，以为

自己所做的事都是对的，自己所得的物都是不够

的；因之，予智予雄任性妄为，剥削不顾民众的

死活，浪费只求本人的快意。”这里，“任性”虽

有为求满足个人私欲而不顾他人之意，但基本还

是指人性之真。

与以上“率真随性”的真我表达的含义不同，

符 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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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一词也被用在描述满足个人私欲而不顾

及他人上面。例如，《红楼梦》第一一七回 ：“他

两个还不知道宝玉自会那和尚以后，他是欲断尘

缘，一则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与寳钗、袭

人等皆不大款洽了。”曹禺《雷雨》第一幕 ：“ 周
朴园 ：（忽然严厉地）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

这么大的孩子。”梁斌 《播火记》十五：“ 霜泗说：

‘伶俐倒是伶俐，就是太任性！要仨不能俩，要

红的不能给白的。’” 这里“任性”意为执拗使性，

无所顾忌，必欲按自己的愿望或想法行事，其所

描述的行为都属应该避免的行为。

然而，“任性”一词通常所含有的这些意义

已经在互联网时代被其鲜明生动的特点所替代。

2014 年，“任性”一词最先以 “有钱就是任性”

的形式出现，报道一名受害人在明知被骗的情况

下仍坚持向骗子汇出 54 万元巨款。之后，“任性”

一词也出现在政治话语里面。2015 年 3 月 2 日全

国政协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吕新华也用

了“任性”一词来形容公众支持反腐、把“老虎”

拉出来的坚定态度。3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你要继续走？也

不能那么任性了，否则靠什么可持续发展？”“任

性”一词的引用还引起与会人士一阵笑声，习

近平说，“任性这个词我看现在大家都在用，我

也用一下”。李克强总理同日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谈到简政放权时，严肃又不失活泼地说， “大

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可见，“任性”一词被

赋予了与之在以前用法中不同的意义，不是表示

“率真随意”，也不是表示“执拗使性，无所顾

忌”，而是表示“坚定地做事”的意思了，“任性”

一词的引申义“变化无常的、变幻莫测的、多变的”

逐渐深入人心③。

3  《查理周刊》事件

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查理周刊》，因为刊登

宗教类的讽刺漫画，在 2015 年 1 月 7 日遭到蒙

面枪手们的袭击，致使在该刊巴黎的办公室有

12 人遇害。据法国媒体报道，在这次袭击中，

有目击者听到袭击者高呼：“我们为先知复仇了”。

袭击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巴黎，造成的恐怖

程度令人震惊。

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复杂的，有国际反

恐的因素，也有法国国内的因素。从法国自身

看，它是欧洲穆斯林最多的国家，6 500 万人口

中，穆斯林人口占有 500 万。然而，占法国人口

1/13 的穆斯林处于法国社会的边缘，一直未能融

入主流社会，属于法国的弱势群体或被忽视的群

体。西方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虽处于平行状

态，但未能很好地相互包容，而是以排斥甚至敌

对的眼光互视。法国社会存在浓烈的“伊斯兰恐

惧症”，丑化甚至妖魔化穆斯林的现象较为常见，

这也为《查理周刊》出版嘲讽穆斯林作品提供了

土壤，将伊斯兰教信仰的真神拟人化，并施以嘲

讽，迎合部分法国民众的心理。同样，生活在法

国的穆斯林也虔诚地守护着信仰的思想阵地，不

愿过多地融入法国主流价值观④。价值观上的碰

撞和敌视，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行动上的碰撞，

造成枪杀事件的发生。如果从符号意义的解读来

看，这一枪杀事件实际上源于不同的人（周刊编

辑和袭击者）对同一幅漫画有不同的理解，而造

成这种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解读正是解读者的利

益和兴趣以及价值取向。可见，不同利益集团的

人对同样一个符号有不同的理解，表明符号意

义的解读具有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

三、意义赋予及动态解读的社会因素

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讨论以上三个事例中

符号被赋予新的意义以及被动态解读的问题，需

要思考相关的一些社会因素，因为社会符号学在

研究意义生成和解读的时候非常重视社会活动

以及社会活动的参与者，重视他们在意义生成过

程的影响（Hodge & Kress，1988 ：12）。
社会符号学继承符号学关注意义研究的传

统，但是，社会符号学不认可传统符号学关于意

义在文本中是固定不变的、只能通过参照一个客

观的系统才能解读的观点。例如，在前面黄色信

号灯的事例中，如果依据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观

点，黄灯的意义只能相对于红灯和绿灯的意义生

成。对这种意义生成的结构主义模式社会符号

学持怀疑态度，不认为“黄色信号灯”这个符号

自身生成“警示”意义，也不认为黄色信号灯的

意义相对于红灯和绿灯的意义决定 ；相反，社

会符号学认为意义是在交际双方的协商过程中

生成的，而在这个意义协商过程中，社会活动参

与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因素，在意义生成过

程中起到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

社会符号学关于意义生成中“参与者”的

概念，不是指自然人，而是具有机构背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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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 “社会人”（Halliday，1978）。具体来讲，

在赋予符号新的意义过程中，“社会人”机构背

景的“目的（或动机）”因素发挥了作用，而在动

态解读符号意义的过程中，“社会人”机构背景

的“兴趣（或价值）”因素发挥了作用。

所谓“目的”或“动机”，根据范柳文（van 
Leeuwen，2000）的理解，是社会生活中以机构

为依托的人的一种集体意愿，是其采取任何行

动的基础，也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选择语言进行

交际的基础。换言之，人们选择使用一定的语言

形式交流思想、构建事实和身份、以及“以言行

事”，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或曰出于一定的

动机。库尔玛斯（Coulmas，2005 ：7）在谈到语

言使用者的性质时指出，“言者并非就是与控制

他们言语行为的意识反映相脱离的抽象结构的

承担者，相反，他们是积极主动、有知识、有目

的、在使用语言的任何时候都作出选择的行为

者，”而这种选择，也包括社会人在使用语言符

号进行交际的过程中赋予语言符号这个而不是

那个意义。这种赋予行为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

动机和目的与机构的权力联系在一起，正如范柳

文（van Leeuwen，2000 ：80）所 说，不论在具

体的社会活动中还是在总体的社会层面，任何目

的的实现都与权力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我们

的事例中非常明显。不论是赋予黄色信号灯新的

意义，还是赋予“任性”这个词新的意义，都是

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这个目的的实现是以具

有权力为前提的。

社会人赋予符号新的意义需要有一定的目

的和权力，与此类似，社会人对符号的不同解

读则是出于各自所持有的不同兴趣，或曰不同价

值取向。理解何为“兴趣”，可以从范柳文（van 
Leeuwen，2005 ：94）所言“对同一知识客体实

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表述以及认识的方式”的命

题出发。就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而言，“兴趣”是

一个人和一个事物关系的语言表述，这种表述

是一个人在特定时刻做出的，源于这个人当时所

处的社会背景。例如，一个孩子和一个成年人对

一辆汽车的表述是不同，是因为孩子和成年人对

汽车的不同特征有着特别关注，并以这些不同的

“兴趣”为出发点对汽车作出不同的解读。克瑞

斯（Kress，1993/2002 ：145）就曾以一个三岁孩

子画的几个圆圈为例说明孩子对汽车的兴趣。然

而，克瑞斯在同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兴趣”

也是社会团体固有的一个内在特性，这就使我

们对“兴趣”的关注从“个体”上升到“集体”

和“团体”。社会生活中的人及其所属的社会团体，

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对

同一个符号的意义解读也就不同。例如，在英

国的政治体系中，由于工党和保守党各自的利益

不同，它们对“我们要为国家服务”这个口号的

解读就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执政方式。同样，在《查

理周刊》事件上，对同一幅漫画的不同解读也

是源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所持有的不同价值观念。

在这个意义上，“兴趣”和“利益”一起成为集

体意愿，具有符号的意识形态特征。

综上，符号之所以能够被赋予新的意义以

及被解读出不同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

会人的存在和参与。社会人依托一定的机构并

代表一定的集团利益，前者使其显示权力特征，

后者使其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社会符号学对意

义生产和解读的这种阐释对传统符号学的意义

观是一种挑战，对全方位认识符号意义的产生和

解读具有意义。

四、意义赋予和动态解读的符号学意义

克瑞斯、范柳文以及郝奇（Hodge）等人继

承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福勒（Fowler）批评

语言学的传统，在上世纪 80 年代提出社会符号

学的意义生成理论，对意义的生成与解读作出了

与传统符号学不同的解释。认识这种解释的符

号学意义，需要将其置于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后

结构主义思潮背景下进行考察。

与批评语言学诞生的学术背景相似，社会

符号学也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后结构

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在语言学领域的体现，与后现

代主义思潮在哲学、建筑学、美学对现代主义

思想进行反叛一样，后结构主义在语言学领域

对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社会符号学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诞生的。

它在学术思想上与批评语言学非常接近，而克

瑞斯和范柳文也都被认为是批评语言学的主要

人物（Blommaert，2005 ：21）。他们不承认意义

只能从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中产生，不认为语言

意义一旦产生就永久不变，也不同意对于意义的

解读不涉及社会因素。社会符号学与批评语言学

（以及后来的批评话语分析）相得益彰，成为后

符 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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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的主要力量。

但是，社会符号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还是存

在区别，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符号学与符号学一

样对符号意义的重点关注，而非像批评话语分

析那样将社会问题列为研究的首要任务。正是

在对意义的研究上面，如前文所述，社会符号

学提出了具有符号学意义的独特见解。根据社会

符号学的研究，社会人可以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

赋予符号不同的意义，也可以从不同的兴趣出发

对符号意义作出不同的解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形

成了与索绪尔式的“结构主义符号学”（Hodge & 
Kress，1988 ：14）的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从

不同纬度丰富了符号学关于意义的研究。结合中

国学术领域近期的相关研究，社会符号学关于

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的阐释对于符号学而言，

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符号学如此对意义的研究体现

出后结构主义意义研究的倾向。田海龙（2014）
论述了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四个特点，就意义

而言，这种语言观可以表述为：（1）意义由社会

主体通过话语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因而是历

史的、动态的、变化的和不确定的；（2）权力贯

穿于语言使用的全过程，包括意义生成与解读

的过程 ；（3）意义依据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

的兴趣而定 ；（4）意义不再是社会事实的能指内

容，而是语言符号对社会事实的建构结果。从

上一节的讨论可以看到，社会符号学关于意义赋

予和解读的观点，突出了社会主体在意义生成和

解读中的作用，而且将社会主体的目的和兴趣融

入对意义赋予和动态解读的观察之中，既凸显出

权力和意识形态因素对意义生成和解读的影响，

又体现出意义是社会主体对社会事实的建构结

果，而不仅仅是能指与所指的对应。

其次，社会符号学对意义的研究迎合了哲

学领域有关意义研究的理论。陈波（2014）把 20
世纪有关意义的研究分成“二元进路”和“三元

进路”，前者指 “只关心个体词和谓词的客观所

指以及公式的客观真值”的形式语义学，后者

指“关注语言的社会维度……强调人类共同体对

语言和意义的形塑或建构作用”的社会建构论。

陈波（2014）认为，“二元进路”已经发展出一

些带有实质性的语言学成果，但是“三元进路”

却没有发展出有影响力的理论，因此，他提出关

于语言与意义的社会建构论，认为语言及其意义

都是人类共同体的“建构”，语言共同体的需求、

兴趣、意向、约定、认知、甚至是其全部生活实践，

都会在其所使用的语言及其意义上打下深刻的

烙印。他（陈波，2014）进而提出意义社会建构

论的六个命题 ：（1）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

是表征 ；（2）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世界

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的社会性互动，（3）语

言的意义在于语言和世界的关联，由语言共同体

的集体意向所确立 ；（4）语言的意义基于语言共

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约定 ；（5）语义知

识是经过浓缩的经验知识，或者是被语言共同

体所接受的语言用法 ；（6）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

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或慢地变化。这里提出

的“社会共同体”及与其相关联的“需求、兴趣、

意向”等社会因素在我们讨论的社会符号学关

于意义的论述中都有所涉及，而且，这六个命

题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语言被赋予新的意义以

及被动态解读的问题。

第三，社会符号学关于意义赋予和动态解

读的研究丰富了语言符号学领域关于意义生成

的研究成果。王铭玉等（2013）对意义的生成

和解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语言是一个层级

符号系统，由分别位于符号层次的深层、浅层

和表层的“物质符号”、“语言符号”和“言语符

号”构成。每一级的符号总是由能指和所指构

成，而它们的复合构成物又作为上一级符号的能

指进入新符号的构成过程。周而复始，层级符

号系统就相应产生，意义也由抽象到具体、由

词典意义到日常会话中的具体所指意义。该层

次理论认为，处于这个意义层级系统深层的“物

质符号”以一种纯物质的语音外壳（如［shizi］）
出现，并以此与现实世界中的某个具体映像事

物（如“狮子”）联系起来 ；处于这个意义层级

系统浅层的“语言符号”以语音词（狮子）的形

式出现，为“物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

并以此与从现实世界中概括、抽象而来的类别

事物联系起来（如《辞海》中描述的狮子）；处

于这个意义层级系统表层的“言语符号”以语

音体的形式出现，用来指称话语句或言语中的

具体事物（或指称现实事物，如逛动物园时看

到的狮子），也可以超越事物的外延意义，用作

其他具体事物的符号（“凶猛强悍”之人）。这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 015年第6 期



7

样一种意义层级理论描述了意义从抽象到具体

的生成过程，一方面可以作为符号学关于意义

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与社会符号学关于意

义赋予和动态解读的理论相互补充和完善。

五、结语

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社会符号学责无

旁贷地关注意义的研究。本文所述社会符号学

在意义研究方面凸显意义的赋予和动态解读，

体现了后结构主义意义研究的倾向，迎合了哲

学领域关于意义研究的社会建构理论，也丰富

了语言符号学对意义生成的理解和阐释。社会

符号学强调意义是被赋予的，是被动态解读的，

这不仅突破了形式主义语义学将意义局限在与

事实的“真伪”联系上的藩篱，而且由于考察社

会人的“目的”和“兴趣”以及与此相连的“机

构与权力”和“社团与利益”，超越了语用学对

意义生成和解读的阐释。由于赋予符号新的意

义有目的驱动，所以有张冠李戴 ；由于解读符

号意义从兴趣出发，所以有断章取义。社会符

号学的意义研究为认识这些社会现象提供了理

论支撑，也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实际研究提供理

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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